
134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ZHONGHUA  WENHUA  LUNTANZHONGHUA  WENHUA  LUNTAN

“五津”寻踪“五津”寻踪
——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解读

◎ 张　起

【摘　要】 初唐王勃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题、五津向有争议，蜀学大师王文才先生曾对蜀州沿革和范围

作过详考，经考证五津在蜀州境内，而非被人误解的远至乐山犍为，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就在蜀州

境内的某县，故而王勃送别友人之地就在附近之成都而非长安，诗题当然是“蜀州”。经推测杜少

府极有可能出成都西门，过“五津”之首“白华津”前往蜀州属地的。“白华津”可能就是今温江三

渡水，此为成都至江原（今崇州）大路之渡口，清康熙前成都至崇州、邛州驿路均由此渡。故有诗人

“风烟望五津”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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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　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106。

初唐王勃被高宗废黜后，曾客剑南，在此完成

了其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后世影响极大，原

诗是：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有几处疑点，即诗题、五津、蜀州。笔

者认为解答“五津”为首要，它是打开所有疑窦之

钥匙。“五津”确切的范围，必须辩明，它可解开

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可判定送人的出发地是在成

都而非长安，进而可辩明“蜀州”与“蜀川”的正

讹。

前代与近代学者钱谦益、陈寅恪“以史证诗”，

“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给我们启示，在理解古

人时，必备基本文史知识，以古人的生活环境去

揣摩还原。但今人理解“五津”之误区，往往以现

代地域观念，甚至行政区划去解释，或采古人材

料，以今人的地域思维，去穿凿古代的地域范围。

如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载了《蜀川与蜀州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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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该文一是“揆诸史实”，蜀州设于王勃死后

十年，故诗题不可能称用“蜀州”；二是臆测“似

‘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嘉州之地”，川中

乐山，这样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乐山，五津就扩

大到了今乐山犍为；三是既已认定蜀川为乐山，却

又矛盾地判定诗题“‘蜀川’就是指蜀郡”，“秦灭

蜀，改置为蜀郡，郡治即在嘉州”，众所周知，蜀

郡就在成都，因此作者为了自己错误的历史地理

逻辑，又不合史实地穿凿出“后移到成都”；四是

针对近人有诗题“蜀州”为“眉州”之讹的说法，

作者又认为“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迂回改字，故

所不取”[1]。

从以上几点看出作者并不了解蜀郡和蜀州的

历史，以为蜀郡原在嘉州，“蜀川”亦在乐山一带，

这样就把诗圈定在乐山，相应地，作者也就认为

近人蜀州为眉州之误也是不无道理的，只是不该

改字。对此，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古代地域

观念、材料去详加稽考、还原。

唐诗注本注“五津”一律采用《华阳国志·蜀

志·蜀郡》卷三材料：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①：始曰

白华津，二曰里津②，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

津，⋯⋯五曰江南津。”[2]

许多论者多结合今日行政区划地图加以推

测，如上述《蜀川与蜀州辨考》的作者就把“五

津”从灌县（今都江堰）推至今犍为的疆域，扩展

至数百里，找一些材料穿凿比附，纸上谈兵，进而

认定诗题当然是“蜀川”，泛指今乐山一带，而非

“蜀州”了。这是因为对“五津”范围妄加扩大的

错误。甚至连“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

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3]也

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语焉不详，“五津：岷江从灌

县到犍为县间的五个渡口。”解释或已扩大到今

乐山境内；二是教材的诗题用《送杜少府之任蜀

川》，显然割裂了“五津”与“蜀州”的关系，他们

或许不知道“蜀川”与诗中的“五津”没有任何关

联；三是认定送杜少府“时王勃在长安”，为什么

不能在成都送人呢，显然“长安送人”说，还缺乏

令人信服的必要证据。笔者认为仅利用旧材料，作

想当然推考，也是不靠谱的，如果他们能作实地考

察，或会修正盲误，改变观点。笔者作为崇州人，

常年往返于崇州、新津一带，十分熟悉实情，结合

史料作了实考。

“五津”在哪里？应在古江原县境内，从今崇

州市至新津县的金马河（岷江）段，约为七十里范

围③，因为江原县包含了岷江中段的全部水系，也

可以说江原依傍岷江而成。

一

从蜀州历史沿革及辖地范围，证明蜀州与王勃

诗题“蜀州”有密切关系，而今人行用的“蜀川”

泛称之说，根本是不解蜀地史情的无稽妄谈。

笔者参考了蜀学大师王文才④先生的《六朝

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又对《崇庆县志》、

《新津县志》材料作了认真爬梳。崇庆县（今崇州

①  今人刘琳校注，云“‘五津’当在今灌县至彭山间岷江上。”“唐之蜀州治晋原，即今崇庆县，辖今崇庆、新津二县地，可见唐人认
为五津在蜀州岷江上。”又云初唐王勃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意谓杜少府自成都过五津至蜀州上任。”

②  各本有为万里津、里津或皂里津。笔者认为应是皂里津，据《寰宇记》岷江古名“皂江，一名皂里江，又曰 江”，《蜀水考》亦
曰：“汶江自灌县城西南流为大皂江”，江边有里（集市），故名皂里，以里名津，叫皂里津。杨慎《丹铅录》作“皂里津”。又北
周《周地图记》“（新津）县城，故皂里江津之所，所谓新津市也。”《益州记》从。故万里津殊为不妥。

③  明《一统志》“新津在州（崇庆州）东南七十里”，又据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新津在州（蜀州，此时尚未改崇庆）东南七十
里。”

④  学者张天健说：“王文才先生，四川崇州人，中国文学、文献学专家。是研究明代大学者、文学家杨升庵的首席权威，为国内外
所众知，治学专精博约，著述宏富，上世纪八十年代主编《杨升庵丛书》，获四川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
师范大学院长李诚说，只要研究杨升庵，都避不开王文才这四卷本丛书，此领域他是绝对权威。四川师大教授吴明贤说，王老
学术贡献另两个领域突出，是元曲和地方文化。他的《元曲纪事》、《成都城坊考》、《青城山志》都是学术界公认的力作。王文
才教授执教四川师范大学五十年，逝世却落葬新都，那是杨升庵故乡，人称其‘生前为杨升庵知己，死后做杨升庵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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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元和郡县图志》“蜀州”总叙云：“《禹贡》

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

李雄据蜀，分为汉原郡，晋穆帝改为晋原郡。后魏

平蜀后，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因省晋原郡以并

之。”可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崇庆则为蜀

郡近邑。汉高祖元年，割大江（按：金马河）以西和

今大邑县苏场以北地置江原县（治所今江源乡大

庙村）。江原就是今崇庆县建置的初始雏形。可见

汉江原县与成都之隶属关系。遗憾的是国内有人

在辩蜀州与蜀川之争时，竟把唐蜀州（汉江原县）

与成都首府（汉蜀郡）等同看待[4]，认识本已错

误，又拿来辩误，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省外一

些学者在研究王勃诗时，不知唐蜀州就是今成都

近郊的崇庆县，自汉就归成都管辖，“蜀州”并非

首府蜀郡之改名。因此有必要对汉江源、唐蜀州、

宋崇庆的来龙去脉和地域范围作一梳理。

关于江原，东晋常璩最为权威，他即蜀郡江

原县人，其《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

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

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

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郦道元《水经注》也

载：“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

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两书所称“江

源”，即今崇庆县。《县志》说，“原”与“源”通，

时因误以为县域位于岷江之源，故名。江源即江

原。

王文才先生据《南齐书·州郡志》考证，六

朝时，江原县曾改汉原郡、晋原郡、晋康郡，领县

有江原、临邛、晋乐、徙阳、汉嘉[5]。从文才先生

考证①可见，江原管辖甚广。蜀郡江原作为常璩

故乡，他最为熟悉，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江原的

“五津”亦定是准确的，“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

五津⋯⋯”“五津”在江原境内确凿无疑。但今人

则多以今天行政区划去看待古人的地域，故认为

犍为在数百里外的乐山以下。在这里常璩所云的

“犍为”即在江原辖区内。何以确定常璩所云“犍

为”不是今天乐山犍为呢？

又据王文才先生考证，西魏据蜀（553）时，在

江原县地侨置犍为郡及僰道县，新置多融县于境

内原徙阳侨县旧地。故犍为郡领多融、僰道二县。

犍为郡隶东益州，在江原县治内（见《旧唐书·地

理志》）[6]。这种侨置说明，一是“犍为”东晋时就

在新津境内，而江原历来领新津；二是证明江原

范围实在广阔。到北周初，犍为郡又加领新津县

及清城县（今都江堰市徐渡乡）[7]。

隋朝开皇三年（583），悉罢诸郡，以州统县；

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益州复称蜀郡，江

原县仍隶蜀郡（《隋志》）[8]。笔者认为王勃生于

647年，时逢郡改州，州复改郡，因此在诗题中采用

“蜀州”又未尝不可能呢。针对今人异议“蜀州”

为“蜀川”之误，所持均为则天垂拱二年（686）才

置“蜀州”，而王勃已亡故十年，不可能预知未来，

故辩为“蜀川”才对。查“蜀川”在古时并不行用，

且太泛指，王勃连送朋友所往都不知吗？结合诗中

“五津”来看，地点是确指的，就在蜀郡之江原界

内，故有可能按时行的州、郡杂称来称“蜀州”，

而没有理由去用最不行用的“蜀川”。今人认定为

“蜀川”的理由，还出自宋人李昉《文苑英华》的

王勃诗题中的“蜀川”，笔者认为李昉未必正确。

王勃的“五津”已点明杜少府往任，而江原又属

蜀郡，故用“蜀州”指称江原是可以的。我们不可

因垂拱二年（686）才设蜀州而否定其不可用“蜀

州”。另外，明嘉靖张逊业《校正王勃集》（两卷

本）、崇祯张燮《王子安集》二人根据考证，均作

“蜀州”，这是古人常用的以后地名（蜀州）命前

地名（江原县）的手法。明人杨慎《丹铅录》亦说：

“唐人皆指蜀州（含今崇庆、新津、都江堰、岷江

西岸下至彭山江口）为‘五津’。”[9]蜀州正是金马

①  著名学者王文才的《六朝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对崇庆县历史沿革的考证翔实，作为重要史料文献，对后来《崇庆县志》《新
津县志》的编纂起到了启迪和垂范的作用；其考证时限在六朝，恰好在王勃诗使用“五津”、“蜀州”之前，其对蜀州来龙去脉
的清理，对本文能发现问题提出新见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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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贯穿，唐人去晋不远，当有所承。故诗题的“蜀

州”才是正解。

武后垂拱二年（686），分益州置蜀、彭、汉三

州。蜀州即今崇州市，领晋原、唐隆、清城（开元

十八年易清城为“青城”）、新津四县。故，这就

是今人以为诗题不能为“蜀州”之时间断限的理由

了。

以上沿革材料证明，蜀州（汉江原县）流变及

所领范围广阔，理应包括域内岷江流域的五津。

故诗中“五津”即为杜少府行经望达和任职之

地。

二

再从新津历史沿革及与蜀州的隶属关系，证

明新津地界的犍为郡在蜀州境内，结合《华阳国

志》云“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五津正好

在境内，与王勃诗中“五津”相合。

要确定“五津”仅在今崇州至新津岷江河段，

还要确定《华阳国志》中“犍为”所在。“犍为郡

治”即为后来的新津县治[10]。常璩生于291年，主

要活动于东晋成汉政权时期，而此时新津尚未建

县，其地界正是犍为郡治，故常璩所指犍为即为后

来的新津。

犍为建郡，据《华阳国志》载：“汉武帝建元

六年（前135）开西南夷，分巴、蜀，置犍为郡”，道

光版《新津县志》又载：“元鼎二年（前115）置武

阳县，属犍为郡”，新津地域当时称武阳县，武阳

县城大约在今彭山江口附近。道光版《新津县志》

又载：孝昭始元三年（前84）以“南夷数叛”，郡治

移至武阳。故，犍为郡在今新津境内无疑。

后经东汉、三国、晋、刘宋，近五百年间，犍为

郡治在武阳县未变。可见常璩生活的东晋时期，犍

为郡就在今新津，而不在今乐山的犍为。

梁武帝大同十年（544）改犍为郡南部为戎

州，改武阳县为犍为县，并在原犍为郡北部（今彭

山、新津境）置江州，领犍为一县（《四川郡县志》

卷三）；西魏时于江原郡（今崇州界）侨置犍为郡

及僰道县（《四川郡县志》卷五）。从历史沿革看，

常璩所指的犍为就在今新津境内，并且后来还侨

置江原郡（文才先生已考订），似为包容关系。

再说新津，汉时由犍为郡城至成都有水陆二

路。水路即溯岷江而上。陆路有二道，一是自郡城

（即原武阳县城，今彭山县城西北）翻牧马山到成

都南面石羊场一带；另一道为平路，即由郡城沿

岷江西岸北上，在今新津邓公场渡沙头津（按：疑

为常璩所言的涉头津）、皂里津到岷江东岸，再循

牧马山麓东北行，经双流至成都南门。明、清之驿

路，今之公路大体沿此走向，但此路需跨汉安桥，

渡皂里江，“汉安桥（索桥）广一里半，每夏秋水盛

（索桥）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皂里江，水

急多漩，舟渡最难”，“建安二十一年（216）太守

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省桥三津，吏民悦

之”（《华阳国志》），道路辟通后，在蒲水、文井

江、皂里江之间形成一个新渡口，沟通了成都平原

与眉嘉平原两个富庶区域。新渡口于五津汇流处

形成集市，时称“新津市”，为新津前身。北周孝

闵帝元年（557）犍为郡治（侨置）亦迁泊于此。新

津与犍为之关系，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明：

“新津本汉犍为郡武阳县也，故城东七里”。

以上沿革材料可证，常璩“大江自湔堰下至犍

为”的范围就在蜀州地界，“五津”也包含在内，

亦杜少府的往任之所。故，犍为并非当下学者认

为的今天的乐山犍为县。

常璩《华阳国志》的“五津”就在崇州至新津

之间，最远可至今彭山江口镇。历史变迁，至清代

这一段岷江还有五大渡口，青城渡（徐渡）、苏家

渡（含陈家渡、晏家渡）、三盛渡（三渡水）、江原

渡（擦耳岩）、新津渡，清代的这五津还是在今崇

州与新津一线。

三

从王勃诗与成都周边的关系紧密来看，送人

应该就在成都，而非传统的长安送人之说。这样

就可对杜少府行经路线解密、诗题解谜、系年解

疑。

江原（蜀州）与新津县的隶属关系、新津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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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郡的重合关系，犍为与江原的侨治关系，可

确定“五津”的范围，就在江原县治内。而且诗的

前后关系“城阙辅三秦”，是成都与周边的关系，

“风烟望五津”，则蜀州境内的“五津”与成都的

距离也不会很远。王勃在诗中用“五津”是古地

名，当指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江原界内的某一县

（按：前已述及，江原领县较多）。这样，诗题“蜀

川”与“蜀州”之辩可定矣，蜀州即五津，诗题用

“蜀州”与首联“五津”互为照应确指，若诗题用

作“蜀川”，与“五津”则无必然关联。

确定五津在蜀州境内，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就

在蜀州境内的某县，故而王勃送人之地就在附近

之成都而非长安，诗题当然是“蜀州”。经推测杜

少府的行程极有可能出成都西门，过“五津”之首

“白华津”前往蜀州属地的。“白华津”可能就是

今温江三渡水，自古此为成都至江原（今崇庆县）

大路之渡口，清康熙前成都至崇州、邛州驿路均

由此渡。过了“白华津”就是蜀州地界，杜少府就

在蜀州辖县内任职。故有诗人“风烟望五津”的描

写。

这样，我们再来研究王勃此诗题作《杜少府

之任蜀州》，历代注家都以为，王勃此诗必作于长

安，因长安以三秦为辅，帝都气象，诗中“城阙辅

三秦”已点明，送友必在于此；还认为王勃在京城

高第，授朝散郎，署沛王府，正是十几岁时，此诗

气象壮阔，毫不悲啼，也正是在长安送友人。笔

者认为定为王勃早年长安英姿勃发送人是不正

确的。观王勃入蜀后的诗文仍然勃勃英气，没有

因沛王府斗鸡事件而消沉，二十多岁的王勃正风

华茂盛，虽遭挫折，在成都送友不会“儿女共沾

巾”。故，定于长安送友有谬，原因有二：一是王

勃若没有游蜀经历，何以熟悉蜀地风候？二是清

代早有人疑，在长安送人，何以能望见五津，站

在长安城楼望风烟中的五津不可思议。笔者认为

在成都楼头望五津是可能的，五津就在成都左近

之江原，诗中“城阙”是成都，不是特指长安。考

“城阙”一词，《说文》云：“阙，门观也。”何注昭

公二十五年《公羊传》云：“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

阙一观”。证明“城阙”非帝王居地专指。而王勃

的诗集中，“城阙”也多次出现，并非专指长安，

例如他在四川有《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金堤

迥邑，玉峡长澜；城阙纷乱，江山耸盘。”既然在

成都送友，何以“城阙辅三秦”呢？因为成都城规

模宏大，堪比长安，扬雄《蜀本记》云：“蜀王据有

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者也。巴与蜀

雠，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

来蜀，遂置蜀郡，仪筑成都，以象咸阳。”证明成

都自古即以都城规模建筑，与秦相辅，有“辅车相

依”之意。《左传·僖公五年》云：“谚所谓辅车相

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颊骨；车，牙

床，比喻二者关系密切。“城阙”乃成都；“三秦”

乃长安，两者搭配是辅车相依之关系，意思是成

都城阙像长安城般巍峨高耸，在成都城楼上能望

见郊外的五津。这是可能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

花溪草堂闲居时写下了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诗人在成都城里低处都能望见

一百七十里外的高处大邑西岭雪山，那么王勃在

成都西郊城楼上也是能依稀望见三十里外的五津

之首“白华津”的。可见“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

津”不是分指长安和蜀地之意，就是指成都。左

太冲《蜀都赋》记成都“既崇且丽，实号成都⋯⋯

华阙双邈，重门洞开。”用“城阙”当之无愧。另

外，长安城外有三秦相辅，据《史记》“项藉灭秦

后，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三秦。”

而成都城外亦有三州相辅，蜀州、彭州、简州环伺

而佐，这三州唐以前均曾号郡（《四川通志》），其

规模与设置等同长安，故“城阙辅三秦”未尝不是

比喻成都之壮丽。又，《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

“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

人士俊乂，一州称望。”[11]左思《蜀都赋》：“三蜀

之豪，时已时往。”故成都配得上“城阙辅三秦”

的赞语。即便是今人认为的“城阙”指长安，也是

以长安比成都，送人之地也应是成都。因为一是

王勃来自长安，心念长安，就会把成都比为长安，

在成都送友就会说“城阙辅三秦”，二是表现了诗

人对成都的喜爱，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梦萦魂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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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以麻痹自己客剑南的事实。

又，诗中有句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何能算“游”，宦游有二指，一是作宦后离家在

外，一是在官场日久，升沉不定。按王诗游者应当

在外，如一在长安，一在四川，更不能说“同是宦

游”；再作推想，王勃此时若未游蜀，何以能描绘

出蜀地风物，所以，若以“城阙”必指长安而勃必

在长安送友，显然违背诗意。

自然，关于该诗的系年，就该在入蜀之后。因

为若定诗写于长安送人入蜀时，证据不足，王勃

不久也巧合入蜀，似乎太戏剧偶然性。诗写于入

蜀后成都送人去蜀州，顺理成章更合逻辑必然联

系。退一万步讲，就是有在长安送杜少府之事，

那时王勃也还未履蜀地，不熟悉小地名蜀州“五

津”是自然，故而该诗写作必于熟悉蜀地地方称

谓“五津”后方可为之，这样诗的系年就必于入蜀

后，为诗人在蜀地想起当年长安送杜少府入蜀的

补记。故此诗写于总章二年（669）入蜀之后是没

有问题的。

王勃有《入蜀纪行诗序》云：“总章二年

（669）五月癸卯，余自常（长之误）安观景物于

蜀，逆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

翠阜，迨弥月而臻焉”。他又有《春思赋》云：“咸

亨二年（671）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逆推

二年，可见他入蜀时二十岁，风华正茂，履历蜀地

山川，描绘形胜，诗序碑文都写了不少。这首诗的

首联就是王勃对蜀地山川形胜的概括描绘，“城

阙辅三秦”，似为诗人的借喻，描绘成都城的巍

峨。那么，能“风烟望五津”，即川西平原，疑诗人

可能就在“城阙”能比拟长安的成都，方可遥天展

望五津。所以，这首诗首联矛盾的统一，极可能就

是证明作者在成都送友人杜少府之作。首联的蜀

地风物确定了，若以为入蜀前他就能这样描绘，又

如何可能呢？确定了五津就在蜀州，诗题又何能称

用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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